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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物处理技术因其具有高效、成本低廉、操作简便、清洁、无二次污染等特点，已被广

泛应用于废气处理方面，但微生物气溶胶会作为二次污染物从废气处理设施排放到周围空气中。

由于携带和传播有害微生物，微生物气溶胶对人体健康造成潜在危害和风险。废气生物处理设施

既是微生物气溶胶的“汇”，也是微生物气溶胶的“源”。本文阐述了废气生物处理设施微生物气溶

胶的逸散水平、群落结构和粒径分布特征，分析了其形成原因、主要来源、影响因素和暴露风险，

为废气生物处理设施产生的微生物气溶胶的识别和控制技术研究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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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ological treatment technology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in the purification of waste g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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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ing to its high efficiency, low cost, simple operation, and seldom secondary pollution. However, 

bioaerosols can be discharged into the atmosphere as secondary pollutants from waste gas treatment 

facilities. Bioaerosols pose potential hazards and risks to human health due to the carrying and 

transmission of harmful microorganisms. Bioreactors for waste gas treatment are both sinks and sources 

of bioaerosol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emission levels, microbial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bioaerosols released from bioreactors for waste gas removal. Furthermore, 

we discuss the formation, sources, factors, and exposure risk of bioaerosols, aiming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and reference for the identification and control of bioaerosols, especially for those from 

biological treatment facilities. 

Keywords: waste gas treatment; bioreactors; bioaerosols; community structure; emission characteristics; 
exposure risk 

 
 
 

在德国科学家 Bach 1923 年采用生物滤池

技术处理污水厂散发的硫化氢恶臭气体之后，

生物技术因其高效、低廉、操作简易、二次污

染少而被广泛应用于废气治理领域[1-3]。废气生

物处理的原理是利用微生物的代谢作用将废气

中的有害物质转化为无害或低害类物质(二氧

化碳、水)和细胞物质。废气生物处理设施填料

上附着有大量的微生物，在气流作用下部分微

生物逸散出处理设施，形成微生物气溶胶[3-4]。

微生物气溶胶是指含有微生物的气溶胶，包括

细菌、真菌孢子、病毒、植物或动物碎片等，

粒径为 0.01−100 μm，其中细菌和真菌孢子一般

为 0.3−30.0 μm，病毒为 20−300 nm[5-7]。由于微

生物气溶胶粒子形成后可沉积、悬浮、再沉积、

再悬浮，不停地扩散直至微生物粒子失去活性，

因此具有再生性和广泛传播性[8]。废气生物处

理设施中存在多种活性微生物，总数约为

104−1010 CFU/g-填料[9-10]。部分微生物具有潜在

致病性，致使废气处理设施逸散的微生物气溶

胶携带可致病的病毒或微生物。 

近年来，随着生物处理技术广泛应用于净

化畜禽养殖场、固废及污水处理系统产生的恶

臭物质和挥发性有机物[7,11-13]，生物处理设施排

放微生物气溶胶的二次污染问题备受关注。有

研究表明，当环境中的微生物气溶胶浓度超过

300 CFU/m3，长期暴露其中可能会对人体健康

产生危害[14]。 

本文综述了废气生物处理设施排放的微生

物气溶胶的特点，包括逸散水平、群落结构和

粒径分布；分析了微生物气溶胶的形成原因及

影响因素，阐述主要来源和潜在的健康风险，

以期为废气生物处理设施排放的微生物气溶胶

的有效识别、削减和控制提供科学依据。 

1  微生物气溶胶排散特征 

1991 年，Ottengraf 等[15]利用生物过滤装置

处理挥发性有机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VOC)废气时，观察到 103−104 CFU/m3 的细菌

从出气口释放，这是关于废气处理过程微生物

气溶胶逸散的最早报道。随后，德国 [16]、意

大利 [17-18]和中国 [9 ,19]学者相继开展了相关研

究和调查，并报道了他们的研究结果，废气

生物处理设施逸散的微生物气溶胶浓度为

102−108 CFU/m3 [3,20-25]，通常高于背景值，它

们的排放水平和群落结构差异明显(图 1)。在

德国和波兰等地区，养殖场废气生物处理设

施的排放口观察到细菌和真菌气溶胶的逸

散，浓度分别为 1.0×103−4.7×104 CFU/m3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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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规模废气生物处理设施的微生物气溶

胶逸散水平 
Figure 1  Bioaerosol emissions from various 
bioreactors for waste gas treatment.  

 
1.8×102−5.2×102 CFU/m3 [16,23]。在处理甲苯、二氧化

硫和堆肥废气时，检测到 2.2×102−1.0×106 CFU/m3

的细菌气溶胶和 2.7×102−6.0×105 CFU/m3 的真菌

气溶胶从处理设施释放 [9,19-20]。不仅常温废气

处理设施会排放微生物气溶胶，利用嗜热菌的

高温废气处理设施的排气口也有微生物气溶

胶被检出。Bauer 等[26]利用玻璃歧管采集处理

设施排放口周围空气中的微生物气溶胶，测得

嗜温菌平均浓度为 17 000 CFU/m3，TSA-SB

细菌平均浓度为 2 100 CFU/m3，耐热真菌平

均浓度为 730 CFU/m3。运行高温生物滤池净

化污泥干化尾气时[3]，研究发现排放的微生物

以 Pseudomonas sp.为主，逸散的总细菌和硫细

菌浓度分别为 318 CFU/m3 和 48 CFU/m3。 

研究发现，废气生物处理设施排放的微生

物气溶胶主要是粒径范围为 10 nm−100 μm 的

小颗粒，并且细粒子(<2.5 μm)的浓度通常高于

粗粒子(>2.5 μm)的浓度[20,27]。稳定运行的高温

生物滤池排放的细菌气溶胶中，82%的颗粒粒径

分布在 3.3 μm 以下[27]。Ibanga 等[4]深入考察了

一个中试规模的生物滤池，发现 40%烟曲霉、

40%真菌、70%中温细菌和 60%革兰氏阴性菌

的可吸入尺寸范围均小于 2.1 μm，属于细粒子。

处理甲苯废气的生物滤池排放的微生物气溶胶

中，粒径为 0.65−2.10 μm 的细颗粒占比超过

50%，大于 4.7 μm 的粗颗粒近于 20%[20]。也有

一些研究显示，废气生物处理设施产生的微生

物气溶胶颗粒尺寸较大，大于 4.7 μm[28]。由于

重力沉降作用，大颗粒的微生物气溶胶倾向于

沉积在生物处理设施内部，而粒径较小的微生

物气溶胶悬浮在气相，更容易被气流带出处理

设施，释放到空气中。 

逸散的微生物气溶胶包含不同的微生物，

其中以细菌如中温细菌、嗜热细菌为主，还包

括真菌、霉菌及内生孢子等。近年来，随着分

子生物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微生物气溶胶的有

效监测与识别变得更为高效。高通量测序技术

可以实现一次对几十万到几百万条 DNA 分子

进行序列测定，从而使得对一个物种的转录组

和基因组进行细致全貌的分析成为可能，已经

广泛地应用于多个领域的微生物检测和群落分

析中[29]。PCR-DGGE 技术解析处理污泥干化尾

气的嗜热生物滤池排放的微生物气溶胶菌群

时，发现微生物主要包括 Pseudomonas sp.、

Citrobacter freundii、Bacillus cereus、Providencia 

sp.、Raoultella sp.、Acinetobacter 和 Serratia[30]。

利用基因文库技术对高温生物滤池排放的微生

物气溶胶菌群进行分析，发现出气口逸散的细

菌主要包括 Pseudomonas sp.。 

2  微生物气溶胶的产生及影响因素 

2.1  微生物气溶胶的来源及产生 
微生物气溶胶中的微生物来源于废气处理

设施内部的降解菌、接种物、废气源排放的微

生物等多个方面。废气的生物净化作用以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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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降解不同化合物的能力为基础，在控制

与削减气态污染物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通过

接种微生物可以有效缩短启动期，使废气生物

处理设施较快地开始降解反应。污水处理厂的

活性污泥、堆肥材料均是常用的接种物。当活

性污泥和堆肥作为接种来源时，微生物气溶胶

所含微生物种类较多，而单一接种源则只会产

生单一的微生物气溶胶。废气生物处理设施内

部通常填充一定厚度的填料，作为废气的吸附

材料和微生物的载体。因此，填料表面附着生

长大量多种多样的微生物，它们是处理设施产

生的微生物气溶胶的主要来源。当使用的填料

为堆肥材料、木片、树皮等天然有机材料时，

它们不仅自身带有各种各样的微生物，还含有

丰富的营养物质，可以给微生物的生长提供必

需的碳源。此外，很多需要设置废气处理设施

的场所，如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畜禽养

殖场以及堆肥厂等，也是微生物气溶胶的排放

源 [11,30-31]。这些场所空气中的微生物随欲处理

的气体一起被引入废气生物处理设施，也成为

微生物气溶胶的潜在来源。Yang 等[30]考察嗜热

生物滤塔净化污泥干化尾气的运行效果时，分

析了滤塔排放的微生物气溶胶的逸散量、粒径

分布和群落结构，并采用贝叶斯方法解析微生

物气溶胶的来源。他们发现微生物气溶胶的菌

群少部分属于污泥干化尾气携带的微生物，

88%与生物滤池中的微生物菌群相关，尤其是

与填料上附着生长的优势菌高度相关；当填料

上的硫细菌占总细菌的比例由 11.6%提高至

23.4%时，出气口逸散的硫细菌也随之增加了

39%；当微生物种群发生变化，硫细菌占比降

低至 19.3%时，微生物气溶胶中的硫细菌相应

减少了 31% [27]。 

在生物处理设施内部，微生物以生物膜的

形式在填料表面附着生长。废气中的污染物随

气流进入生物处理设施，通过扩散从气相转移

至液相，被微生物吸附、吸收和降解，转化为

二氧化碳和水。同时微生物利用废气中的有机

物为碳源进行生长，使填料表面的生物膜增厚。

与此同时形成的生物膜也会从填料表层脱附、

流失，机制包括：原生动物等捕食者对生物膜

的消耗；大片生物膜脱落造成的周期性损失；

流体剪切和冲击碰撞引起的表面生物膜剥落[32]。

其中，气体流动产生的剪切力造成的侵蚀是生

物膜脱落的主要原因[15]。当气体流速提高至产

生的剪切力足以克服微生物间的范德华力、微

生物与生物膜间或生物膜内部的静电力时，生

物膜中的微生物被剥离进入气流，与自身分泌

的有机物等物质一起逸散出生物处理设施，释

放到周围空气中形成微生物气溶胶。 

2.2  微生物气溶胶排放的影响因素 

微生物气溶胶的逸散浓度、排放量、组成

和粒径分布与废气来源、处理规模、处理设施

结构、气体流速和生物量以及环境条件(如温

度、湿度、风速)等因素密切相关。 

2.2.1  气体流速 

流经生物处理设施的气体流速决定了生物

膜与气体之间的剪切力，从而影响微生物气溶

胶的排放。已有研究表明，随着气体流速的增

加，生物膜的厚度明显下降，而出口气流中的

微生物气溶胶浓度则随之增加[3]。考察净化含

甲苯废气的生物处理设施中气体流速对微生物

气溶胶排放的影响时，发现在一定范围内随着

气体流速增大，微生物气溶胶排放浓度增大；

当表观气速增至 140 m/h 时，产生的细菌和真

菌气溶胶浓度达到最大值，分别为 370 CFU/m3

和 431 CFU/m3 [20]。工业规模的处理污泥干化尾

气的生物滤池也有类似现象，随着气体流速从

1 500 m3/h 逐渐增加到 3 500 m3/h，排气口检测

到的细菌气溶胶浓度从(449±27) CFU/m3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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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到(643±43) CFU/m3，排放量增加了 1.4倍[33]。

研究显示，增大生物处理设施的气体流量，出

气口逸散的微生物气溶胶浓度显著提高[20,33]。

气量增大，气体的剪切应力随之增强，导致更

多的微生物从填料表面脱落、释放，随气流排

出废气处理设施[21]。也有研究发现，流经生物

处理设施的气体流速过大时，微生物气溶胶的

逸散浓度反而减小[18]。Ottengraf 等[15]分别利用

实验室规模和工程规模的废气处理设施开展了

气体流速对微生物气溶胶逸散的影响研究，观

察到类似的实验现象；高气速下撞击在填料表

面的微生物更易被捕获，当捕获量远大于逃逸

量时，出气口微生物气溶胶的排放量减少。 

2.2.2  填料性质 

微生物气溶胶的排放与填料上微生物数量

和种类密切相关，提高填料微生物负载量会增

加微生物气溶胶的排放量 [10,21,34]。填料上微生

物菌群结构不同，出气口逸散的微生物菌群结

构也相应存在差异。当二氧化硫为唯一污染物

时，硫氧化菌(sulfur-oxidizing bacteria，SOB)

是处理设施内部填料上的主要功能菌，此时排

放的微生物也以 SOB 为主；当进气中同时包含

二氧化硫和邻二甲苯时，SOB 和邻二甲苯降解

菌(o-xylene-degrading bacteria，XB)逐渐生长为

填料中的优势菌，微生物气溶胶中也检测到

SOB 和 XB[19]。逸散的微生物菌群结构与填料

上的菌群结构呈现协同变化的规律。 

填料的材质、表面性质和颗粒度均会影响

微生物的负载量和生长，导致微生物气溶胶逸

散量的差异。对比填料为甘蔗渣和泥炭的生物

滤池微生物气溶胶的排放[17-18]，发现甘蔗渣的

生物量为(1.51±0.42)×109 CFU/g-填料，是泥炭

的 2 倍；填充甘蔗渣的生物滤池排放的微生物

气溶胶达到(3.67±0.70)×103 CFU/m3，明显高于

采用泥炭为填料的生物滤池排放的微生物气溶

胶[(1.40±1.02)×103 CFU/m3]。Ottengraf 等 [15]

利用生物滤池处理 VOC 废气时比较了填料颗

粒度与逸散的微生物气溶胶的关系，当生物滤

池中的填料为均质细颗粒时，细菌的逸散量为

1 020–1 750 CFU/m3，明显少于填充非均质粗颗

粒填料的生物滤池 (4 780−9 350 CFU/m3)。

Esquivel-Gonzalez 等的研究[25]也获得了类似的

结果，采用粒径较小的珍珠岩作为填料时，微

生物气溶胶逸散浓度为 7.6×107 cells/m3，低于

填充较大颗粒火山岩的生物处理设施的逸散浓

度(1.3×108 cells/m3)。研究发现粒径较小的填料

其生物负载量较低[17-18]，因此微生物气溶胶的

排放量较少。 

水是微生物新陈代谢不可或缺的物质，保

持适宜的填料含水率有利于维持微生物的生长

和活性，保证生物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行。填料

含水率对微生物气溶胶的形成和排放均有影

响。真菌生物处理设施的含水率与孢子逸散的

关系显示，随着填料含水率从 80%降低至

20%，孢子的形成和释放从 1.3×103 CFU/m3 逐

渐增加到 2.3×103 CFU/m3 [35]。另一项研究显

示，细菌气溶胶排放浓度与填料含水率呈正相

关，逸散水平在含水率为 70%时达到峰值，为

349 CFU/m3；而真菌气溶胶排放浓度与水分含

量呈负相关，其逸散水平在含水率为 40%时

达到峰值(267 CFU/m3)[20]。通常含水率高于

85%时，废气生物处理设施中的相对湿度近于

100%[36]。细菌适合在较高湿度下生长，因此高

湿度会增加微生物气溶胶中细菌的百分比含

量；相对湿度较低时，微生物表面的水膜较薄

甚至失去水膜，微生物暴露在气流中，从而增

加微生物气溶胶的生成几率；真菌和孢子更适

合在较低湿度下生存[37]。因此，随着含水率和

相对湿度的降低，真菌和孢子的释放量增加。

此外，填料含水率也会影响微生物气溶胶的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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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分布，当含水率从 20%增加至 90%时，粒径

大于 4.7 μm 的微生物气溶胶的比例提高了

17%，小粒径的微生物气溶胶(<2.1 μm)的占比

则显著降低至 2%[20]。随着填料含水率的提高，

大粒径液滴的形成几率增加[21]。较大颗粒的液

滴在为微生物的黏附和聚集提供更多表面的同

时，易于生成大粒径的微生物气溶胶。 

2.2.3  环境条件 

温度是微生物生存和生长的重要环境因

素，每一种微生物都有其特定的最适温度。适

度高温有利于微生物的存活和繁殖，但也会导

致微生物气溶胶逸散量增多。随着温度自 20 °C

提高到 50 °C，从生物滤池出口检出的细菌气溶

胶浓度增加了 3.5 倍；由于过高的温度会导致

微生物的死亡，持续升温至 70 °C 时细菌气溶

胶浓度明显降低，低于 100 CFU/m3；类似于细

菌气溶胶的逸散，当环境温度从 30 °C 升至

70 °C 时，真菌气溶胶逸散水平明显降低，从峰

值的 345 CFU/m3 下降至 50 CFU/m3 [20]。对于孢

子，环境温度在 15−35 °C 范围时其逸散浓度变

化不明显，为 2×103−8×103 CFU/m3 [35]。温度对

微生物气溶胶的粒径分布也有影响。环境温度

从 20 °C 变化到 70 °C 的过程中，粒径大于   

4.7 μm 的微生物气溶胶占比保持在 40%±4%；

小粒径(0.65−1.10 μm)微生物气溶胶的比例则

显著减小[20]，推测是小粒径的颗粒更易受到温

度的影响。 

生物处理设施内部的 pH 主要影响排放的

微生物种类。Liu 等 [34]利用集成反应器协同去

除微生物气溶胶、臭气和 VOC 时，发现反应

器中性区的填料上异养细菌数量是真菌的

5×103 倍；低 pH 值区则相反，真菌数量为异养

细菌的 2×103 倍，因此逸散的微生物气溶胶中，

中性区以异养细菌为主，低 pH 值区则是真菌

居多。 

3  微生物气溶胶的扩散及暴露风险 

微生物气溶胶进入空气后，受重力沉降、

布朗运动、惯性碰撞、范德华力和静电引力等

的影响，常以羽流形式扩散。采用高斯烟羽模

型可以模拟微生物气溶胶沿下风向的扩散，计

算落地时的最大地面浓度。Wein 等[38]将高斯烟

羽模型与剂量-反应模型(dose-response model)

和疾病进展模型(disease progression model)结

合，计算炭疽释放后任意给定位置可吸入人体

的孢子数量，评估其暴露风险，从而提出炭疽

芽孢杆菌气溶胶生物袭击的响应策略。高斯烟羽

模型也曾用于评估高温生物滤池排放的微生物

气溶胶的暴露风险[39]，发现下风向 100 m 以外

微生物气溶胶的量对人体健康的风险值较低，

HI 低于 10−3。混合单粒子拉格朗日综合轨迹模

型(hybrid single particle Lagrangian integrated 

trajectory model，HYSPLIT)模拟农村地区垃圾

站和污水处理站排放的微生物气溶胶空间扩

散规律，推算结果 [40]显示，随着与排放源距离

的增加，微生物气溶胶的浓度逐渐降低；在不

考虑背景微生物气溶胶浓度时，推测距污水处

理站 500 m 处微生物气溶胶浓度可降低至不足

1×10−5 CFU/m3。 

微生物气溶胶通常含有病毒、细菌、放线菌、

霉菌孢子和寄生虫卵等，长期暴露会对人体健康

造成危害[20,23,41-42]。我国室内空气质量标准的生

物性指标要求菌落总数不得超过 2 500 CFU/m3，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

表示，环境空气中的微生物气溶胶浓度超过 

300 CFU/m3 时就具有潜在健康风险。大量调查

和研究表明不同国家人体基础代谢率和能量需

求存在明显差异，王宗爽等[43]根据我国国情提

出了相关暴露因子的数值，提高了微生物气溶

胶暴露风险评价的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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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气溶胶的暴露途径主要包括呼吸吸

入和皮肤或黏膜接触。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暴

露因素手册(https://cfpub.epa.gov/ncea/risk/recor 

display.cfm?deid=236252)，可以计算呼吸吸入

和皮肤接触的微生物气溶胶平均暴露剂量

(average daily doses)。 

ADD 呼吸=
c IR EF ET

BW AT

  


呼吸  

ADD 皮肤= A C 24c S P EF ET

BW AT

    


肤皮  

式中，ADD 呼吸表示呼吸吸入的平均暴露剂量

[CFU/(d·kg)]；c 表示平均微生物气溶胶浓度

(CFU/m3)；IR 表示吸气率(d/m3)；EF 表示暴露

频率(d/a)；ET呼吸表示呼吸吸入的暴露时间(a)；

ADD皮肤表示皮肤接触的平均暴露剂量[CFU/(d·kg)]；

SA 表示皮肤接触的表面积(m2)；PC 表示皮肤渗

透率(m/h)；ET皮肤表示皮肤接触的暴露时间(a)；

BW 表示暴露人群的体重(kg)；AT 表示平均预

期寿命(d)。 

结合平均暴露剂量，可采用风险指数(HI)

评估微生物气溶胶的健康风险。 

HQ=
ADD

RfD
 

HI= iHQ  

式中，HQ 表示非致癌物风险系数，表示每种暴

露方法(包括呼吸吸入和皮肤接触)单一污染物

的非致癌物风险；ADD 表示平均暴露剂量

[CFU/(d·kg)]；RfD 表示参考剂量[CFU/(d·kg)]；

HI 表示不同暴露方式下多种污染物的非致癌物

总风险。 

废气生物处理设施微生物气溶胶对现场工

人和下风向居民的影响研究显示[20,30]，呼吸吸

入是主要的暴露途径，男性职工的暴露风险值

高于女性职工，儿童的暴露风险远高于成人。

虽然评估获得的吸入空气中微生物气溶胶的风

险较低，HI 均低于 1，但是考虑到微生物气溶

胶中带有病原体或潜在致病菌，因此不能排除

现场操作工人和附近居民长期接触导致的暴露

风险。开发微生物气溶胶的净化技术，如紫外

线辐射、生物过滤和光催化等是控制和削减微

生物气溶胶的有效措施。超净智能新一代技术

包括化学洗涤、生物处理、光催化氧化和深度

吸附等单体工艺单元，通过多级联用有针对性

地治理市政恶臭及 VOC，其中干式催化氧化和

吸附技术可以有效削减生物除臭阶段产生的微

生物气溶胶，提高出气质量。 

4  总结与展望 

废气生物净化过程中，102−108 CFU/m3 的

微生物气溶胶从处理设施排放，浓度普遍高于

环境背景值。微生物气溶胶的排放受气体流速、

填料性质和温度、pH 等诸多因素影响。微生物

气溶胶的扩散特征及轨迹可用高斯烟羽模型和

NOAA HYSPLIT 混合单粒子拉格朗日综合轨

迹模型描述。扩散到周围空气中的微生物气溶胶

主要通过呼吸吸入途径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 

随着公众对微生物气溶胶危害认识程度的

提高，近年来对其来源和转化、传输途径、疾

病传播机理和气候效应等方面的研究越来越

多，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针对微生物气溶胶

的控制与削减，目前的研发和应用以末端治理

技术为主。20 世纪 90 年代，因负载的微生物

密度高、损失少、反应速度快，微生物包埋技

术已被应用于废气处理[44]。这种技术利用物理

或化学方法将游离微生物固定在有限的空间

内，有效地减少微生物与气流接触的同时又能

保证微生物的活性[21]，既可以满足废气的净化，

还可以降低微生物气溶胶的生成和排放，实现

微生物气溶胶的源头削减。在健康效应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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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暴露风险评估主要基于气溶胶的总细菌

和化学成分，未考虑致病微生物进入人体后自

我繁殖的生物增量，导致风险值的低估。另外，

也缺乏将危害特征、反应剂量、潜在的危险概

率和后果作为参数的风险评估系统。目前我国

尚未明确规定废气生物处理设施微生物气溶胶

的排放限值。因此，未来的研究应着重于阐明

废气生物处理设施微生物气溶胶生成和逸散的

机制，为微生物气溶胶的源头削减和过程控制

提供科学依据；建立明确合理的排放标准和风

险评价体系，全面系统地衡量废气生物处理设

施排放的微生物气溶胶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影

响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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